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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报》审稿意见与作者回应 

 

题目：工作性通信工具使用与双职工夫妻的幸福感：基于溢出-交叉效应的分析 

作者：马红宇 谢菊兰 唐汉瑛 申传刚 张晓翔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一轮 

 

编辑部意见： 

    送审后如有修回机会，请将以下问题一并更正： 

意见 1：文章标题限 20 字以内。能够准确反映文章的主要内容。 

回应：已采纳编辑部意见，参照贵刊近两期发表文章的标题，将文章标题改为：“工作

性通信工具使用与双职工夫妻的幸福感：基于溢出-交叉效应的分析”。改完后标题正文 19

字，副标题 12 字。 

 

意见 2：建议来稿正文（不包括图表、摘要、参考文献）字数限制在 10000 字以内（见投稿

指南）。 

回应：已采纳编辑部意见，对文章进行了精炼。 

    值得说明的是，本次修改过程中，我们有机会新收了 27 对未参加上次调研的、有固定

上下班时间的双职工夫妻的配对数据（其中 16 对夫妻有 18 岁以下小孩，11 对夫妻无 18 岁

以下小孩；14 对夫妻有父母帮忙处理家务，13 对夫妻无父母帮忙处理家务：丈夫的平均年

龄为 42.67+7.80；妻子的平均年龄 41.67+7.58）。考虑到增大样本能提高统计估计的精确性，

加之配对数据非常难收，本次修改我们将这 27 对数据也纳入到了研究结果的分析中。利用

新旧样本进行分析所得的研究结果模式一致。例如，利用原来样本对于工作→家庭溢出的完

全中介作用进行检验时所得的Δ c
2
=0.70, Δ df=2, p >0.05，利用新样本进行检验所得Δ

c
2
=0.34,Δ df=2, p >0.05。因研究结果保持一致，为方便审稿专家对“根据审稿意见修改的文

字内容”重点审阅，对于相应更改的数字未用蓝色标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审稿人 1 意见： 

1、双职工夫妻的工作性通信工具使用与幸福感的关系：基于溢出-交叉效应的视角  选题角

度比较新颖；问题明确。 

2、数据处理及模型规范，结论也较为可信； 

3、文献综述全面，系统，逻辑性较强； 

4、行文规范。 

     感谢审稿专家对本研究的选题、数据处理及行文方面的肯定和建议，下面我们将根据

专家的建议，逐一说明修改之处，回应时所引用的参考文献列表见文末。正文中已对主要的

修改内容进行蓝色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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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 1：研究选用工作满意感和婚姻满意感两个指标来测量幸福感，较为单薄，不太全面； 

    回应：本研究“选用工作满意感和婚姻满意感两个指标来测量幸福感”的原因如下： 

    幸福感是一个多层次多维度的构念，包括人们的情感体验、领域满意感以及对生活满意

感的整体评价(Diener, Suh, Lucas, & Smith, 1999)。其测量工具有很多，研究者们往往基于研

究问题选择测量工具，有的研究从整体角度对其进行测量，有的研究则只测量其部分维度(宋

佳萌, 范会勇, 2013)。尽管情感体验（包括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也是幸福感的重要成分，

但考虑到情感体验是一种暂时性的体验，具有动态性(彭怡, 陈 红, 2010)，不易测量；而且，

满意感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情感体验的影响(Headey & Wearing, 1989)，例如，如果在某一时

间遭遇了与工作相关的负性事件，其工作满意感会相对较低。加之，元分析也表明，测量领

域满意感是衡量主观幸福感的有效途径(Diener et al., 1999)。所以，本研究参照以往有关工

作-家庭界面的研究(e.g. Aryee, Luk, Leung, Lo, 1999; Parasuraman, Simmers, Parasuraman, & 

Simmers, 2001)和溢出-交叉效应的研究(e.g. Bakker, Demerouti, & Burke, 2009; Bakker, 

Shimazu, Demerouti, Shimada, & Kawakami, 2013)的做法，选取工作和婚姻这两个大家生活中

非常重要的领域的满意感来测量员工的幸福感。 

本次修改已在“研究工具”部分针对“选用工作满意感和婚姻满意感两个指标来测量幸

福感”的原因进行了相应的补充，同时在“局限与展望部分”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说明。 

 

意见 2：摘要可再全面些，不要仅仅局限结论； 

回应：已采纳审稿专家的建议，本次修改后，摘要包含研究目的、方法、结果、结论四

个方面的内容。 

 

意见 3：结构方程模型是否有其他可能性，建构该模型的理论基础是什么？ 

回应：1）有关理论基础。本研究构建假设模型时，所依据的理论基础是 Bakker 等（2009）

所提出的溢出-交叉效应模型。在此模型中，员工在工作中的相关体验会溢出至家庭领域，

通过社会互动交叉影响配偶的幸福感。其中溢出(spillover)是指个体在工作/家庭领域体验到

的压力和紧张对另一领域产生相似影响的过程，是个体内部跨领域的一种传递过程；交叉

(crossover)是指个体所体验到的压力和紧张对另一个人产生了相似影响，是人际间的一种传

递过程。该模型有三个基本观点：1）个体的工作相关体验对配偶幸福感的影响先后需要经

过“个体跨领域的溢出”和“跨人际的交叉”两个过程；2）工作→家庭冲突/增益是溢出效

应的重要结果/中介变量，社会互动（社会阻抑或社会支持）是夫妻之间交叉影响的重要结

果/中介变量；3）个体的幸福感可以直接交叉影响配偶的幸福感。自溢出交叉效应提出之后，

相关学者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对溢出-交叉效应模型的有效性进行了验证 (reviewed by 

Bakker & Demerouti, 2013)。基于 Bakker 等人(2009)对溢出-交叉效应的论述，我们认为

W_ICTs 是一种特殊的工作行为，其影响员工配偶幸福感的过程需要经历两个环节：首先通

过工作→家庭溢出将 W_ICTs 的效应传递到家庭领域，而后经由夫妻间的社会互动（社会支

持、社会阻抑等）交叉影响双方的幸福感。本次修改，在研究背景与研究问题部分对于溢出

-交叉效应的内容进行了更为详细的介绍和分析。 

    2）前一稿未考虑模型比较的原因。溢出-交叉效应所关注的重点是“尝试解释个体工作

经历对配偶幸福感的影响过程”。为了更加清晰简洁地阐述这一过程，本研究和以往有关溢

出-交叉效应的研究构建的都是完全中介模型(e.g. Bakker, Demerouti & Burke, 2009; Bak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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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mazu, Demerouti, Shimada, & Kawakami, 2013; Shimazu, Bakker, & Demerouti, 2009)。此

外，基于溢出-交叉效应构建的模型涉及到的变量较多，往往难以排除是否存在其他结构方

程模型的可能性。而且夫妻配对数据较为难收，本研究的样本量和以往大多数有关溢出-交

叉效应的研究(e.g. Demerouti, 2012; Bakker, Shimazu, Demerouti, Shimada, & Kawakami, 2013)

一样均为中小样本，而中小样本难以进行复杂模型的比较分析（当备择模型不能很好地反应

变量关系时，模型很可能不能运行）。所以，在前一稿中，我们未考虑模型比较。 

    3）新增模型比较内容。经审稿专家提醒，我们更为深入地思考了这一问题。考虑到

W_ICTs 是首次被引入到溢出-交叉效应的研究中，加之 Bakker 和 Demerouti(2013)曾在对以

往溢出-交叉效应的研究进行分析后，呼吁未来研究“有必要关注和探索交叉效应其他可能

的传递路径”；本次修改，我们增加了模型比较的内容，以检验工作→家庭溢出是否完全中

介了 W_ICTs 对配偶社会阻抑行为的交叉影响。具体修改，见 4.3.1 部分蓝色标出内容。 

再次感谢审稿专家的建议和意见，使得我们的研究结果更为精确。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审稿人 2 意见： 

意见 1：研究背景的阐述过于简略。未对国内外已有（主要是国外）工作性通信工具使用与

员工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进行详细论述，并从中提出本研究的主题。尤其是在这种关系中，溢

出-交叉效应在其中的作用。阐述简略的一个直接问题是：造成研究假设的提出时支持性观

点不完整。因此，需要在详细阐述前人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本研究的问题和假设。 

回应：我们非常认同审稿专家的观点“需要在详细阐述前人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本研

究的问题和假设”，但由于 W_ICTs 是一个崭新的研究课题，尽管国外学者围绕着 W_ICTs

的后效及作用机制开展了一系列研究(e.g. Boswell & Olson-Buchanan, 2007; Derks, Duin, 

Tims, & Bakker, 2015; Richardson & Thompson, 2012; Diaz, Chiaburu, Zimmerman, & Boswell, 

2012)，但直接探讨 W_ICTs 与员工幸福感关系的研究非常少。已有研究初步揭示 W_ICTs

对员工的幸福感具有“双刃剑”效应，但这并不能让我们清楚地认识 W_ICTs 与幸福感之间

的关系（Ohly & Latour, 2014）。故在前一稿的研究背景中主要重点阐述了 “W_ICTs 对人

们生活的影响与作用机制及研究不足”，以此引出 W_ICTs 与员工幸福感的关系。 

本次修改，我们结合审稿专家的建议，对于研究背景与研究问题部分进行了重新组织。

修改的行文思路是：先介绍 W_ICTs 是一种普遍的新兴工作行为，而后结合已有研究从“积

极和消极”两方面介绍这种工作行为对人们生活的影响，进而引出已有研究对“这种工作行

为与幸福感关系”的初探，接着总结分析已有研究的不足并提出本研究的问题，最后阐述溢

出-交叉效应在 W_ICTs 与双职工夫妻幸福感关系中的作用并简练介绍本研究的目的。 

 

意见 2：在研究背景中，作者提到“Bakker，Demerouti 和 Burke（2009）根据以往有关溢

出和交叉的研究，首次提出了溢出-交叉模型，他们认为个体在工作领域的相关体验（包括

工作需求所带来的消极体验以及工作资源所带来的积极体验）会先溢出至家庭领域，而后通

过社会互动交叉影响配偶的幸福感。”与此同时，作者又认为“其次，以往关于 W_ICTs

作用机制的研究多聚焦在其对个体本身或组织的影响上，而没有考虑到其对配偶的影响。”

这样的表述明显前后矛盾，请解释并作出回答。 

回应：“Bakker，Demerouti 和 Burke（2009）根据以往有关溢出和交叉的研究，首次

提出了溢出-交叉模型，他们认为个体在工作领域的相关体验（包括工作需求所带来的消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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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以及工作资源所带来的积极体验）会先溢出至家庭领域，而后通过社会互动交叉影响配

偶的幸福感。”这里阐述的是溢出-交叉模型的具体内容，旨在说明溢出-交叉模型“为解释

个体在工作中的相关经历或体验对其自身和配偶幸福感的影响及背后的发生过程”提供了很

好的视角。 “其次，以往关于 W_ICTs 作用机制的研究多聚焦在其对个体本身或组织的影

响上，而没有考虑到其对配偶的影响。”则在于指明以往有关 W_ICTs 的研究中并没有关注

到其对配偶的影响。本研究正是为了深入考察 W_ICTs 对员工配偶的影响，才引入溢出-交

叉效应作为研究的理论基础。 

非常抱歉我们的表述给审稿专家带来了困扰。本次修改，在研究背景与研究问题的第 3

段，对“为何要引入溢出-交叉效应来研究 W_ICTs？”这一问题进行了重新梳理与补充说明。 

 

意见 3：研究假设 H5，双职工夫妻中配偶的社会阻抑行为与个体的幸福感负相关。而以前

的研究均表明：亲密关系是否融洽是影响个体幸福感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夫妻之间或者情侣

之间的社会阻抑行为与个体的幸福负相关。那么，此处又对相同的问题进行重复探讨，这个

假设 H5 有何意义？ 

回应：夫妻互动是夫妻交叉效应得以实现的重要途径，亦是溢出-交叉模型中个体在工

作场所的体验交叉影响配偶的重要中介/结果变量(e.g. Bakker, Demerouti, & Burke, 2009; 

Bakker, Demerouti, & Dollard,2008; Demerouti, 2012; Shimazu, Bakker, & Demerouti, 2009)。尽

管配偶的社会阻抑行为与个体幸福感的关系已得到了很多研究的验证，但是配偶的社会阻抑

行为是个体的 W_ICTs 影响其自身幸福感的重要中介变量，考虑到模型的完整性，我们在前

一稿中针对“配偶的社会阻抑行为与个体幸福感的关系”提了假设 H5。实际上，本研究对

这一关系的探讨，旨在分析配偶的社会阻抑行为在个体的工作→家庭溢出与自身幸福感关系

中的作用。现在看来，这样的行文结构难以明确我们想要表达的意思。 

感谢审稿专家的提醒，本次修改，在上一稿的假设 H5（现在的假设 H5、H6）的论证

部分补充了“员工工作→家庭溢出与其自身幸福感的关系及配偶在其间可能的角色”等相关

内容。 

 

意见 4：文中所使用的量表，除了第一个量表是自编，婚姻满意感量表是修订，其余量表都

是后之间采用国外的量表，未经过修订处理。而本文所认为的应该推进之一是：以往关于

W_ICTs 研究多是在西方文化背景中开展的。但相比西方文化背景下的员工而言，我国员工

的工作往往拥有比家庭更高的优先权，一些基于西方文化背景得出的研究结论在我国并不适

用。既然如此，直接采用西方的量表不一定适合我国的国情。请作者解释并回答。 另外，

双职工夫妻 W_ICTs 的验证性因素分析图中，应该给出测量指标的因素载荷量和因素载荷量

平方值。 

    回应：1）关于工作→家庭冲突和工作→家庭增益的测量。“相比西方文化背景下的员

工而言，我国员工的工作往往拥有比家庭更高的优先权”描述的是“工作优先行为规范”，

反映了我国员工在同时需要履行工作和家庭责任时对“优先顺序”的普遍认知(Yang, Chen, 

Choi, & Zou, 2000)。而工作→家庭冲突和工作→家庭增益侧重于描述员工“体验到的工作角

色对于家庭角色的影响”，二者是工作家庭界面研究中的基本概念，关于二者内涵的跨文化

一致性已得到检验和验证；本研究选用的工作→家庭冲突量表是 Carlson, Kacmar 和 

Williams (2000)所编制，工作→家庭增益量表是 Wayne, Musisca 和 Fleeson (2004)所编制，

这二者在已往的工作家庭界面研究中使用非常广泛(reviewed by Demerouti, Martínez Corts, 

& Boz, 2013)。同时国内也有很多研究表明这两个测量工具信效度良好(如，刘玉新, 张建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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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凯平, 2013; 马红宇, 申传刚, 杨璟, 唐汉瑛, 谢菊兰, 2014; 马丽, 徐枞巍, 2011; 佟丽君, 

周春淼, 2009；王永丽, 黄潞宏, 刘燕, 2013; 王永丽, 张智宇, 何颖, 2012; )。 

    2）关于工作满意感的测量。  工作满意感是员工对工作本身及有关环境所持的一种态

度或看法，是对其工作角色的整体情感反应，其内涵不涉及价值观或者文化层面的内容。本

研究选用 Cammann，Fichman， Jenkins 和 Klesh(1983)所编制的量表测量工作满意感，该

量表在我国文化情境中的适用情况良好(如,胡 翔 , 李燕 萍, 李泓 锦, 2014; 郑晓涛, 柯江

林, 石金涛, 郑兴山, 2008; 朱玥, 王永跃, 2014)。 

    3）关于社会阻抑行为的测量， 目前还没有统一的量表， 主要是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

修订和改编(朱迪, 段锦云, 田晓明, 2013)。我们选用的 Vinokur 和 Van Ryn (1993)编制的社

会阻抑量表，是夫妻互动研究中使用较为广泛的量表之一。考虑到目前国内尚未有相关研究

使用了该量表，我们在使用该量表时，按照“回译”的方法对其进行了修订，数据结果表明

此量表在我国文化背景中的信效度良好。 

    本次修改在测量工具部分补充了量表在国内的使用情况。考虑到当测量指标只从属于单

个因子时，因素载荷量的平方值等于其标准化因素载荷的平方，本次修改在 W_ICTs 的验证

性因素分析图中补充了各测量指标的标准化因素载荷，但未添加因素载荷量的平方值。 

 

意见 5：控制变量的选取与测量上，选取“是否有小孩”与“是否有父母帮助处理家务”作

为本研究的控制变量。这样选取有无依据？为什么仅仅选择这两个背景变量进行控制处

理？？ 

    鉴于上述意见，建议作者好好修改，再审。 

    回应：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探讨 W_ICTs 对双职工夫妻家庭生活及幸福感的影响与作用

机制，而 W_ICTs 影响双职工夫妻家庭生活和幸福感的主要途径是改变双职工夫妻应对家庭

需求的能力/能量，因此有必要对能反映双职工夫妻家庭需求水平的无关变量进行控制。考

虑到相比“没有小孩”的双职工夫妻而言，“有小孩” 的双职工夫妻将面临更多的家庭需

求，因此“是否有小孩”是工作-家庭界面研究中较为常见的控制变量(e.g. Powell & Greenhaus, 

2010; Carlson, Ferguson, Kacmar, Grzywacz, & Whitten, 2011;  Carlson, Grzywacz, Ferguson, 

Hunter, Clinch, & Arcury, 2011)。而相比“没有父母帮助处理家务”的双职工夫妻，“有父母

帮助处理家务”的双职工夫妻将分担较少的家庭责任(陆佳芳, 2005)。加之，实证研究也表

明孩子的年龄和是否有长者帮助处理家务是影响中国员工工作-家庭关系的重要因素(Lu, 

Siu, Spector, & Shi, 2009)。基于上述原因，本研究选取了“是否有小孩”与“是否有父母帮

助处理家务”作为本研究的统计控制变量。同时本研究在样本选取时已对被试的婚姻状态（全

为已婚）、配偶的工作状态（配偶均有工作）和工作时间（均有固定上下班时间）进行控制。

目前我们尚未发现有完备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表明，在本研究的情境中需要对其他变量进行控

制。实际上，由于溢出-交叉效应的研究涉及变量多、而配对数据又较为难收（样本偏小），

以往采用 dyadic 设计的研究多未考虑统计控制(e.g. Bakker, Demerouti & Burke, 2009; Bakker, 

Shimazu, Demerouti, Shimada, & Kawakami, 2013)。 

感谢审稿专家的提醒，本次修改在控制变量的选取与测量部分对选取“是否有小孩”与

“是否有父母帮助处理家务”作为本研究的控制变量的原因进行了补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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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轮 

 

审稿人 1 意见： 

作者针对外审意见，对文稿进行了仔细修订，详细回答了审稿意见，本人认为已经达到

学报发表的要求，建议进入编委会评审阶段。审后发表。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鼓励！在第一轮外审中，两位专家给本文提出了许多颇有深度的

建议和意见，引导和启发我们对文稿进行了进一步的完善，由衷地感谢他们！ 

 

编委复审意见： 

    经过审读，还需要作者对以下一些问题进行回应： 

感谢编委专家的建议和意见，下面我们将根据专家的意见，逐一说明修改之处，回应时

所引用的参考文献列表见文末。正文中已对主要的修改内容进行蓝色标记。  

说明：考虑到编委专家在意见 2、3 和 4 中提出的困惑均与“工作→家庭冲突和工作→

家庭增益的不一致中介作用”这一研究设计的理论基础和意义有关，我们对意见 2、3 和 4

的回应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彼此相关联的。为了方便编委专家能清晰地审阅我们针对这一研

究设计的回应，在回应意见 2、3 和 4 时，对于相同的内容我们没有进行重复赘述。 

 

意见 1：文章研究背景第一段最后一句话“可以积极影响员工的工作相关结果”，这句话表

达的不够清楚，也不通顺。 

回应：感谢编委专家的细心，本次修改结合已有文献将“可以积极影响员工的工作相关

结果”改成了“可以提升员工的工作控制感(Richardson & Thompson, 2012)和工作满意感(Diaz, 

Chiaburu, Zimmerman, & Boswell, 2012)”。 

 

意见 2：文章中关于工作性通信工具使用与工作—家庭增益关系的推导有点牵强，比较难以

理解。举例来说，作者根据工作需求的定义，得到“个体的 W_ICTs 会消耗其非工作领域的

资源，是一种工作需求”的推论，这种引申有些牵强。按照工作需求的定义，需要耗费精力，

应该是个体用于工作的精力；而个体 W_ICTs 消耗的是非工作领域的资源（时间和空间）。

因此，感觉将个体的 W_ICTs 认为是一种工作需求有点牵强。 

回应：1）关于工作需求和工作资源的定义。根据工作需求-资源模型(Demerouti, Bakeer, 

Nachreiner, & Schaufeli, 2001)，工作需求是指“工作中需要员工持续付出生理和心理努力的

方面，包括对员工身体、社会、组织等方面的需求”；工作资源是指“工作中有助于促进个

体工作目标达成、减少工作需求所带来的生理和心理上的消耗、激励个人成长和发展的因素，

包括与身体、心理、社会、组织等因素相关的资源”。工作需求和工作资源共同组成了员工

的工作环境（working conditions）。但“工作环境”并不等同于“工作领域”（work domain），

工作领域和非工作领域是一组基于工作-家庭边界理论的概念。根据边界理论，个体根据空

间、时间、情感、认知和关系等方面的界线将生活划分为工作和非工作两个领域(Clark, 2000)。

“需要员工持续付出生理和心理努力”是工作需求的重要特征，但这一特征强调的并非是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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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生理和心理努力”（即本文所说的消耗精力）只能发生在工作领域，而是这种“生理和

心理努力”的目的是为了达成工作目标。例如“加班”这一工作需求消耗的则是非工作领域

的资源，因为从时间边界的角度来说下班是工作领域的结束、非工作领域生活的开始。同样

工作资源的获取也并非只能发生在工作领域，Demerouti 等人(2001)在提出工作需求-资源模

型时曾指出，来自家人对于工作的支持是一种很重要的工作资源。 

2）关于 W_ICTs 与工作需求和工作资源的关系。以往研究表明 W_ICTs 同时具有工作

资源（指工作中有助于促进个体工作目标达成、减少工作需求所带来的生理和心理上的消耗、

激励个人成长和发展的因素）和工作需求（指工作中需要员工持续付出生理和心理努力的方

面）的特点：一方面，W_ICTs 允许员工在非工作时间与其他人合作和交流，能提高员工应

对工作事务的主动权，可以给员工带来了更多的工作自主权和控制感，进而提高他们的生产

率，具有工作资源的功能；另一方面这种“在非工作时间与他人合作和交流”的需求其实质

是对员工时间和注意力等方面的额外要求(Diaz et al., 2012; Richardson & Thompson, 2012)。 

3）关于前一稿的行文思路。为了突出 W_ICTs 对员工家庭生活（非工作领域）的影响，

在前一稿中，我们借鉴工作-家庭平衡研究中对家庭工作资源（用于满足工作需求的家庭资

源）与工作家庭资源（用于满足家庭需求的工作资源）的定义方式(Voydanoff, 2005a)，尝试

在工作需求-资源模型的基础上，结合工作-家庭边界的相关概念（工作领域与非工作领域）

推导“个体的 W_ICTs 会消耗其非工作领域的资源，是一种工作需求”，“个体的 W_ICTs

挣脱了时间和空间对于满足工作需求的阻碍，加快了工作信息的流通，从此种意义上讲，

W_ICTs 又是一种工作资源”。现在看来，这种过度综合的表述方式有些生硬、不易理解。 

本次修改，对“W_ICTs 与工作→家庭溢出关系”的论证进行了重新梳理与补充说明。

行文思路如下：首先指出“以往研究表明通信工具的使用对于员工的家庭生活是一把双刃

剑”，而后从“工作家庭边界融合”与“工作需求-资源”两方面分析这种双刃剑效应产生

的原因，最后总结提出“W_ICTs 与工作→家庭溢出（冲突和增益）的关系”的假设。其中

基于“工作需求-资源”视角分析 W_ICTs 对员工家庭生活的影响的思路是：先结合工作资

源与工作需求的定义，指出以往研究发现 W_ICTs 同时具有工作资源和工作需求的特点，而

后分析工作资源和工作需求与工作→家庭溢出（冲突和增益）的关系。具体见 2.1 中蓝色标

出部分。 

 

意见 3：按照作者的逻辑，W_ICTs 既能增加工作—家庭冲突，又能增加工作—家庭增益，

然后影响社会阻抑行为，进而影响幸福感。然而，因为冲突和增益本身应该是互为相反的关

系，而作者提出的模型，好像在说明 W_ICTs 可以同时正向引起工作—家庭冲突和增益？分

开两条路径来说，比较容易理解，但是如果放在同一个模型中，让人难以理解。 

回应：1）关于工作→家庭冲突和工作→家庭增益的关系。尽管因为工作→家庭冲突和

工作→家庭增益分别描述了员工的工作对家庭的消极影响和积极影响，在研究初期，学者们

倾向于将二者视为互为相反的关系。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发现工作→家庭冲突和工作

→家庭增益并不是同一维度的两端，它们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工作→家庭冲突和工作→家

庭增益可以同时增加或减少(Greenhaus & Powell, 2006; Voydanoff, 2004)。这一观点得到了一

系列实证研究的支持，例如，Voydanoff (2005b) 对美国 1816 名企业员工进行问卷调查发现

员工的受教育程度与其自身的工作→家庭冲突和工作→家庭增益均正相关；Powell 和

Greenhaus (2010)在对美国 528 名职业经理人进行问卷调查发现，工作-家庭边界分割会同时

降低员工的工作→家庭冲突和工作→家庭增益体验；Rantanen，Kinnunen， Mauno 和 Tement 

(2013)在对芬兰的 662 名护士、1493 名健康与社会照顾工作者，827 名服务行业的工作人员，

以及 667 名斯洛文尼亚护士进行问卷调查发现，有 15%-20%的人正同时经历着高水平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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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庭冲突和工作→家庭增益。正是考虑到工作→家庭冲突和工作→家庭增益之间的这种

关系，近期学者开始将二者视为工作-家庭平衡的两个重要方面，并同时考察二者对工作资

源/需求所产生效应的传递作用(e.g. Lu, Chang, Kao, & Cooper, 2015; Odle-Dusseau, Britt, & 

Greene-Shortridge, 2012)。 

2）关于同时考察工作→家庭冲突和工作→家庭增益的不一致中介效应的意义。不一致

中介模型是指不同中介效应的作用方向不一致或者中介效应与直接效应的作用方向不一致

的中介模型(MacKinnon, 2008)。采用不一致中介模型探索事物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比较新的研

究视角，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从整体上认识和把握“双刃剑”效应，国内学者对这一方法的

接纳程度正在逐渐提高(e.g. 程鹏飞, 2013; 纪林芹, 魏星, 陈亮, 张文新, 2012; 李董平, 张

卫, 李丹黎, 王艳辉, 甄霜菊, 2012)。以往学者已提出通信工具的使用对员工的工作-家庭平

衡而言是一把双刃剑(e.g. Dén-Nagy, 2014; Håkansson & Sengers, 2013)，并初步揭示 W_ICTs

对员工幸福感亦具有“双刃剑”式的效应(Ohly & Latour, 2014)。但这并不能让我们清楚地

认识 W_ICTs 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考虑到仅从积极或者消极的单一视角出发探讨 W_ICTs

对员工生活的影响，是造成有关 W_ICTs 效应的结论并不一致的重要原因，本研究尝试采用

不一致中介模型设计来检验员工的工作→家庭冲突和工作→家庭增益是否能将这种双刃剑

效应传递给配偶，并从整体上检验（采用 bootstrap 法检验积极和消极效应之和的显著性）

W_ICTs 对双职工夫妻幸福感的影响。或许这种一正一负的中介作用机制（不一致中介）会

增加人们理解“W_ICTs 与配偶社会阻抑行为的关系”时的认知负荷，但是同时考虑工作→

家庭冲突和工作→家庭增益对 W_ICTs 后效的传递作用，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和辩证地

看待 W_ICTs 对双职工夫妻幸福感的“两面性”作用，而且有助于企业和政府从整体上了解

和把握 W_ICTs 对员工生活的影响并对其进行管理。 

感谢编委专家的提醒，本次修改在研究背景和研究问题的第 2 段文末补充说明了同时考

察 W_ICTs 对工作→家庭溢出的消极作用（冲突）和积极作用（增益）的必要性；在讨论部

分的 5.2 中针对本研究发现“W_ICTs 与工作→家庭冲突和工作→家庭增益均正相关”这一

研究结果的意义进行了讨论。 

 

意见 4：按照作者的逻辑，工作—家庭冲突是由工作需求导致的，工作—家庭增益是由工作

资源带来的，由此可见作者是从两种理论获得的推论，对于两条路径的解释也可以分别用相

应的理论来解释。放在同一个模型中，让人困惑：为什么 W_ICTs 一会儿促进冲突，一会儿

又促进增益了呢？什么时候产生冲突，什么时候产生增益呢？什么时候冲突抑制了幸福，什

么时候增益增加了幸福？ 

    回应：1）工作需求和工作资源并非源于两种不同的理论。工作需求和工作资源是工作

需求-资源模型（job demands-resources model）的基本概念，工作资源的一个重要功能是“减

少工作需求所带来的生理和心理上的消耗”，在一定程度上，二者的关系具有对立统一的特

点(Demerouti et al., 2001; Demerouti & Bakke, 2011)。早期研究多从工作需求和工作资源的角

度分析员工工作倦怠产生的原因和缓解途径(Demerouti et al., 2001)。近年来，学者们将工作

需求-资源模型引入到了工作-家庭界面的研究中，并在此模型的基础上结合已有的工作-家庭

研究提出了溢出-交叉效应模型（spillover-crossover model）(Bakker, Demerouti, & Burke, 

2009)。该模型认为，工作需求所带来的消极体验可经由工作→家庭冲突传递到员工的家庭

领域，而后通过社会互动降低员工配偶的幸福感；工作资源所带来的积极体验可经由工作→

家庭增益传递到员工的家庭领域，而后通过社会互动提升员工配偶的幸福感(Bakker et al., 

2009)。此模型自提出以来已被引用超过 140 次。溢出-交叉效应模型正是本研究的重要理论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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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针对意见 2 的回应中已经说明了 W_ICTs 同时具有工作资源和工作需求的特点。

根据溢出-交叉效应模型(Bakker et al., 2009)，工作需求会带来工作→家庭冲突体验，而工作

资源则会带来工作→家庭增益体验。此外，正如我们在针对意见 3 的回应中所阐述：我们期

望通过同时考察工作→家庭冲突和工作→家庭增益的不一致中介效应，从更为整合（同时考

虑积极和消极影响）的视角探讨 W_ICTs 对双职工夫妻幸福感的影响。这种整合视角的研究

设计相比于以往仅从积极或消极单一视角开展的研究，更有助于人们从整体上了解和把握

W_ICTs 对员工生活的影响。 

3）值得提出的是，经审稿专家提醒，我们也认为“在何种情况下、对什么样的人，W_ICTs

将会产生更多的积极或者消极影响”确实是未来 W_ICTs 研究领域需要继续跟进的方向。本

次修改在“局限与展望部分”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补充说明。 

 

意见 5：讨论中提到了集体主义文化下，会产生工作优先的行为规范，因为这里并没有其他

文化下的证据，因此似乎难以支持“我国员工的工作往往具有更高的优先权”的论述。 

回应：诸多学者通过对我国文化进行深入分析，发现我国员工在同时需要履行工作和家

庭责任时，工作往往具有更高的优先权（即工作优先行为规范），并认为集体主义文化是孕

育这种工作优先行为规范的重要文化基础(e.g. 高中华, 赵晨, 2014; 张勉, 李海, 魏钧, 杨

百寅, 2011; Aryee, Field, & Luk, 1999; Yang, Chen, Choi & Zou , 2000; Zhang, Griffeth, & Fried, 

2012)。“工作优先行为规范”中的“优先”并非是与其他文化背景下的员工相比而得的结

果，而是工作需求优先于家庭需求。“我国员工的工作往往具有更高的优先权”这一观点并

不是本研究的结果，我们在讨论中引用此观点，旨在分析 W_ICTs 是一种符合工作优先行为

规范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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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轮 

编委第二次复审意见： 

作者对编委和外审专家提出的问题，列出了充分的证据，并较好地回应了相关问题。文

章考察了工作性工具使用与双职工夫妻的幸福感，问题相对比较新颖，统计方法也比较新颖，

得到的结论也比较有意义。总的来说，文章达到了《心理学报》的发表水平，建议发表。 

回应：感谢专家的肯定和鼓励！从初审、外审到编委复审，承蒙各位专家的大力指导和

帮助，衷心地感谢他们！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主编终审意见： 

意见 1：In the journal articles you cited (see attached), in their model (Figure 2, p.29), they allow 

the residual terms (Men’s WFC and Women’s WFC, or Social support received by Women and 

Social Support received by Men) to be correlated or, they allow “Women’s relationship 

Satisfaction” and “Men’s relationship Satisfaction” to have bidirectional arrows (effects). But they 

have not allowed both “residual correlations” and “bidirectional effects” to be used together.  

However, in your model Figure 5, you allow 幸福感 H and 幸福感 W to be related by both 

“residual correlations”and“bidirectional effects”. Please consult the latest references to see 

whether you have done your model correctly or not. Make sure that it is totally necessary to have 

e5, e6 correlated, and have e7 and e8 correlated (or should these 2 correlations be removed??). If 

you examine carefully, all the SE of the 4 bidirectional paths are relatively large .22, .22, .20, .08   

while the other SE are relatively much smaller. 

回应：专家的此条意见实际包含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反馈回路（feedback loops）中内生变量残差相关是否合适。 

我们认为在本研究所构建的假设模型中，将反馈回路中内生变量的残差设置成相关是合

适的。具体理由如下： 

1）本研究的数据特点决定了反馈回路中内生变量的残差需相关。残差相关反映了相对

应的两个内生变量至少共享了一个被忽略的影响因素，如果有充足的理由表明残差之间存在

相关，却不估计时，可能改变潜变量的内涵并导致错误的结果(Hoyle Eds., 2012)。本研究所

构建的假设模型可拆分成两个有工具变量的相互影响模型（mutual-influence model with 

instrumental-variables，图 1 是一种较为简单的有工具变量的相互影响模型）。而在有工具变

量的相互影响模型中，研究者通常将内生潜变量的残差设置成相关，因为此时残差相关代表

了一种“组合效应”（compositional effect，即成对数据并非随机组合而成，而是按照某种

明确的关系或者规则配对而成）(Kenny, Kashy, & Cook, 2006)。本研究采用的是夫妻配对数

据，数据配对的依据是二者是否是夫妻，而非随机组合，所以在构建假设模型时，我们将夫

妻之间社会阻抑行为的残差设置成了相关，将夫妻之间幸福感的残差设置成了相关。有工具

变量的相互影响模型已被广泛应用到信任(Robbins, 2012)、性别概念(Carlson & Lynch, 

2013)、生活满意感(Park & Fritz, 2015)等诸多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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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研究的研究问题决定了所构建模型中内生变量残差相关的模式。尽管每增加一个

待估计的残差协方差，整个模型就会消耗掉一个自由度，这样会使模型更为复杂，更难估计；

但是对非递归模型而言，残差相关的设置非常关键。因为残差相关的模式不同，识别非递归

模型的阶条件（order condition）和秩条件（rank condition）也会不同(Kline, 2011)。分块递

归（block recursive）是非递归模型较为常见的一种残差相关模式，它是指在有多个反馈回

路的非递归模型中，我们可以将每一个反馈回路视作一个分块（block），每个分块内部的

内生变量的残差都相关，分块与分块之间的内生变量的残差相互独立，图 2 是一种较为简单

的分块递归非递归模型(Kline, 2011)。分块递归残差相关模式在一定程度上能降低模型的阶

条件，有助于模型的识别。本研究所构建的假设模型采用的正是分块递归残差相关模式。这

主要是因为：第一，本研究关注的问题包含“夫妻双方的社会阻抑行为之间的相互影响”和

“夫妻双方的幸福感之间的相互影响”两个反馈回路；第二，每一反馈回路中互为因果的两

个变量实际上是夫妻双方在同一变量上的表现，而且在所建模型中的前因变量也相同，这就

意味着互为因果的两个变量有着相同的被忽略的影响因素，此时反馈回路内部的内生变量残

差需要设置成相关；第三，不同反馈回路中所包含的变量的内涵彼此独立（社会阻抑行为与

幸福感是两个独立的概念），亦未有夯实的证据表明他们之间共享了相同的被忽略的影响因

素，因此反馈回路与反馈回路之间的内生变量的残差相互独立。 

 

3）本研究所提假设模型与以往同类研究的区别。仔细研读 Bakker, Shimazu, Demerouti, 

Shimada 和 Kawakami (2013)以及 Bakker, Demerouti 和 Burke (2009)的研究可发现，这两篇文

章中所提出的假设模型均将反馈回路中的两条路径设置成了作用大小相等（equality of 

influence），进一步计算假设模型的自由度发现，二者确实均没有将反馈回路中的残差设置

成相关。根据以往统计书籍的介绍，在相互影响模型中，若各路径的作用大小相等时，残差

可不设置成相关(Kenny et al., 2006)。然而，尝试考察性别的差异效应（即反馈回路的差异）

是本研究的目的之一。所以本研究并没有将反馈回路中的两条路径的大小设置成相等，而是

采用了分块递归的残差相关模式。 

 

第二个问题是：反馈回路中各路径系数的 SE 是否偏大。 

标准误（standard error, SE）是描述统计推断可靠性和抽样误差大小的指标，反映了在

图 2 分块递归非递归模型(引自 Kline, 2011) 

图 1 有工具变量的相互影响模型 

(引自 Kenny, Kashy, & Cook,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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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样本统计量去推断相应的总体参数时的估计精度。然而，因为 SE 与样本统计量的标准差

（有量纲）以及样本容量有关，对于 SE 的合理取值范围或者临界值并没有定量的标准，且

不同样本统计量的 SE 不具有可比性。一般而言，SE 越小，表明估计的精度越高，抽样误

差越小。此外，根据经验，如果 SE 远远大于估计参数，这一般提示样本容量太小，需要加

大样本或者减少一些变量；否则，即使结果出来了，也不准确。本研究中各路径系数的 SE

均小于其对应的路径系数，并不符合上述情况。 

通常情况下，我们会通过考察回归系数与其标准误的比值（即回归系数的 t 检验）来检

验回归系数的显著性。但是由于非递归模型的数学形式非常复杂，难以估计(Kenny et al., 

2006; MacKinnon, 2008)。本研究对各路径系数以及间接效应显著性的检验采用的是偏差矫

正的非参数百分位 bootstrap 法。此方法不关心估计的数学形式有多复杂，且不依赖于 SE，

所以 SE 对各路径系数显著性的判断的影响较小。 

综合考虑专家的上述两个问题，我们采用考察各反馈回路的稳定指标（stability index）

的方法对非递归模型的稳定性进行了检验。当稳定指标的绝对值小于 1 时，说明反馈回路（非

递归模型）是稳定的(吴明隆, 2010; Arbuckle, 2013; Bakker et al., 2009; Bakker et al., 2013; 

Bentler & Freeman, 1983)。经检验发现，在本研究所构建的假设模型中，两个反馈回路的稳

定指标均小于 1（分别为 0.15 和 0.10，见正文的 4.3.1），说明模型是稳定的。这也在一定

程度上说明了我们所提出的假设模型和抽样样本是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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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 2：For all measures of fit, you should probably report separately Chi-square and df, rather 

than chi-square/df. 

回应：已采纳专家建议，将“研究工具”和“研究假设检验”两部分中所有的
2
/df 均

改成了分别报告
2 和 df 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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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 3：There are too many references, close to 80.  Could you reduce to around 50 at most? 

回应：已采纳专家建议，在不违背“文献引用原则”的基础上对参考文献进行了删减。

修改后，保留了 48 条参考文献（前一稿的参考文献是 60 条，中文参考文献和其对应的英文

表述合一起算 1 条参考文献），其中近 5 年的文献 32 条。 

 

意见 4：The main text is now 12400 words, could you reduce it to 10000 words?  Adding the 

reference and appendices, it is a very long article already. 

    回应：已采纳专家建议。我们在不损失信息量、不影响专家以及读者体会文章的脉络及

亮点的基础上，对文章进行了进一步凝练。修改后，正文（不包括摘要和参考文献）字数为

10179 字。 

 

意见 5：I have polished the language, please ask the authors to consider (see file attached). 

回应：非常感动！感谢专家逐字逐句地帮助我们修改英文摘要。经专家润色后的摘要，

语言表达更加准确和地道。这一稿我们在专家修改的基础上对个别地方进行了调整（见蓝色

标出部分）。此外，专家针对中文摘要的建议，我们也已采纳（见蓝色标出部分）。 

 

需要说明的是，本次修改对文章篇幅进行了精简（包括参考文献和正文字数），所涉及

的修改细节非常多，为了方便专家对重点问题进行审阅，我们在修改说明中未对这方面的修

改进行一一详述，在文稿中亦未对凝练之处进行特别标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四轮  主编第二次终审意见 

 

意见 1： I have made very minor editing on the English abstract, will let the authors have the final 

decision. 

回应：已采纳专家建议。同时考虑到工作→家庭冲突是消极体验，而工作→家庭增益 

是积极体验，用“aggravate”并不是特别合适。最终将“as that W_ICTs can not only aggravate 

work-to-family conflict but also promote work-to-family facilitation”改成了“as that W_ICTs can 

increase not only work-to-family conflict but also work-to-family facilitation” 

 

意见2：I am still uncomfortable with their analyses, but in any case, will let it publish and let other 

people criticize. 

回应：感谢专家的鼓励与支持。 

 

 


